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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童玲秦童玲：：

用乡音传递法理用乡音传递法理
■ 记者 张光平

调解宅基地纠纷，安顺市公安局平坝分局鼓楼
派出所教导员秦童玲不急着念法条，而是把双方请
到院子里，讲起六尺巷：“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两家当场握手言和。这一幕在鼓楼街
道并不新鲜。

2.5万人的老城区，自建房密、巷子深、流动人口
杂，秦童玲在这里扎根16年，悟出一个理：许多矛盾
闹大，不是法条不清，而是话没说到心坎上。她的办
法，是把法治“翻译”成这片土地的人听得懂、信得过、
记得住的语言。

秦童玲的工具箱里，法条之外还有故事、乡俗和
人情。邻里、宅基地、婚恋纠纷，她先讲“和为贵”，再
谈“权利义务”；她请司法所、村建站同坐一张桌，把

“各退一步”说成“体面”，把“依法处理”说成“讲道
理”。夫妻闹到要散伙，她不劝忍，也不撺掇离，走访
20多位邻居，前后一年半摸清症结，让法律与情理各
归其位。9年来，她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500余起，成
功率96%。

电信诈骗高发那阵子，秦童玲的普法也跟着潮流
走。她将反诈知识做成表情包，在685个微信群里转
发；在37、38摄氏度的高温下，她拖着音箱走街串巷，

把身边案例编成街坊的“家常话”。辖
区电诈发案率一年下降

79.6% ，

刑事案件下降39.8%。
30多本走访笔记，她把“陌生地”走成“活地图”；

手机24小时开机，每天接20多个求助电话。塔南社
区党总支书记孙云娟说：“每个职能部门都有一个‘秦
童玲’，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能更快解决。”

秦童玲的底气，来自“一门两代三警”：公公杨
书勤 1996 年执行排爆任务牺牲，被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丈夫杨杰接力入警。忠烈家
风落在她脚下，是那句工作准则——“有事弯腰做，
有话蹲着说”。

2021年，秦童玲推动成立“朝露工作室”，以“服、
调、治、宣、护”五字工作法，联动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
为困境妇女儿童兜底。一对姐弟家徒四壁，她打扫房
屋、自购衣食，当起“编外家长”；一名初一学生因父母
离异常年“黑户”，她核信息、寻亲属、作鉴定，奔波大
半年为其依法落户。至今，“朝露工作室”累计帮扶
230余人，解决群众户籍难题29起，化解婚恋家庭矛
盾856起，帮助16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鼓楼派出所
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从全国三八红旗手到“中国好人”，荣誉不少，她
还是那句话：“这身警服穿的是责任，更是千家万户的
平安幸福。”在贵州，侗寨有“鼓楼议事”，黔南有“民歌
普法”；秦童玲的路数不同，理却相通——法治不是悬
着的条文，是百姓日子里的温度。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真正把群众
的冷暖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把你当家人。”
黔南州司法局行政复议和应诉科科长朱
小华说，对待每一次案件，必须做到分析
案情、以事论理、以案析理、以案释法、剖
析根源、举一反三、真诚交流，最终达到统
一思想、解决问题的目的。

在黔南的大山深处，乡土习俗、民族
文化与现代法治时常交汇碰撞。长期从
事行政复议工作的朱小华，始终秉持深厚
文化自觉，跳出“就案办案”的固化思维，
立足黔南多民族地区乡土文化特质，创新
运用院坝听证、乡土释法等方式，把法理
融入民情，用文化弥合分歧，在化解行政
争议的同时传播法治理念，让法治精神扎
根基层沃土。

自2014年从事行政复议工作以来，朱
小华深刻认识到，化解基层矛盾不能只依
靠法条的刚性力量，更要尊重地方历史文
化、民族习俗与群众话语体系。黔南山林
土地纠纷多发，很多积案交织着祖辈相传
的地界认知、村寨约定，单纯的书面审查
难以解开群众心中多年的心结。为此，他

打破办公室“书面审”模式，把听证席搬到
田间地头、村寨院坝，推行院坝听证制
度。三年间组织现场听证200余件，走进
山林村寨勘界取证，用群众听得懂的乡音
讲法理，兼顾国法与乡情，实现勘界、释
法、息诉三个100%。

贵定县乐芒水库一桩拖了8年的权属
争议，涉及三个村民组，补偿款长期无法
发放。朱小华带着团队深入现场，在杂草
丛中寻找到记载地界的老石碑，对照碑
文、老人口述记忆与权属档案厘清边界。
他尊重村寨世代沿袭的地界文化记忆，将
历史文化线索作为案件重要参考，组织村
民围坐协商，法理与乡土史实相互印证，
多方最终达成一致，积压多年的矛盾顺利
化解。类似这样沉淀数十年的历史纠纷，
他先后成功化解12起。村民感慨，“朱科
长不是单纯来判案，而是来帮大家解开心
里的疙瘩。”

这份文化自觉，还体现在他善于挖掘
乡土文化中的公序良俗，将其作为法治调
解的桥梁。在院坝听证现场，他不生硬宣
读法条，而是结合村寨诚信、和睦的传统

价值，引导各方换位思考，推动复议和
解。同时，他坚持文化赋能法治建设，总
结山林土地纠纷办案经验，主编《山林土
地纠纷证据指引》，把基层办案经验固化
为可复制的工作规范，将个案化解的文化
思维转化为制度成果，这套审理模式在全
省推广。

办案之外，朱小华坚持以案释法，把
每一次听证都变成一场接地气的法治文
化宣讲。在处理争议时，现场向村民讲解
权属、行政程序等相关法律知识，用身边
真实案例普及行政复议制度，让群众明白
维权渠道，树立遇事找法的观念。他兼顾
对行政机关的法治引导，督促执法人员在
基层执法中尊重民族乡土文化，规范执法
行为，推动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十二载复议为民路，朱小华先后获评
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个人、贵州省
年度法治人物，带领科室获评全国行政复
议行政应诉工作突出集体。对朱小华而
言，文化自觉不是脱离法治，而是在尊重
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法治理念与乡土
文明相融共生。

朱小华朱小华：：

用乡土文化筑牢基层法治根基用乡土文化筑牢基层法治根基
■ 记者 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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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转译增强法治规则的可理
解性

法治文化真正进入基层，首先需要解决
法律规范与群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表达距离。
法律规范具有专业性和抽象性，而基层纠纷
往往发生在婚姻家庭、赡养扶养、邻里交往、
山林土地等具体生活情景中，其中还交织着
情感、习俗和长期人际关系。单纯援引法条
能够说明法律如何规定，却未必能够消解群
众情绪、形成规则认同。因此，在不改变法律
规范实质内容的前提下，以群众熟悉的语言
和生活经验重新表达法律，是基层法治文化
建设的重要环节。

榕江县是多民族聚居县，苗、侗、水、瑶等
15个少数民族在此共同生活，民歌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榕江县人民法院选聘22名民歌普
法调解员，涵盖汉族山歌、苗族嘎百福、侗族
琵琶歌、水族水歌等类型，同时吸纳民族法治
文化研究者、退休双语法官、妇联干部和村寨
寨老参与调解。根据调研，寨蒿人民法庭调
解员中既有长期研究民族法治文化的基层工
作者，也有汉族山歌、侗族琵琶歌等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队伍选任兼顾文化权威、群众基础
和基层经验。在具体案件中，法官负责查明
事实、适用法律、规范程序和把握权利边界；
歌师、寨老则发挥通晓民族语言、熟悉村寨习
俗和群众信任度高的优势，结合案情现编民
歌，运用典故、谚语和生活事理阐释法律规
定、疏导对立情绪，由此形成“法官讲法理、歌
师讲情理、寨老讲事理”的协同调解方式。这
种做法实质上完成了法律规则的“文化转
译”。民歌和乡音没有改变法律规则，而是将
抽象权利义务关系置入群众熟悉的文化语境
和生活经验，使“法言法语”转化为“群众语
言”。这表明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不能仅解决
法律知识送达问题，更要解决法律规则的理
解与接受问题。

以主体参与夯实法治文化的社会
基础

法治文化能否真正扎根基层，还取决于
群众能否由法治教育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法
治实践的参与者。榕江“民歌法庭”的重要特
点，就是将歌师、寨老、村干部、“法律明白人”

等熟悉地方文化、具有群众威望的乡土力量
吸收到纠纷化解过程中，使专业司法力量与
地方性知识形成互补。

针对村寨分散、出行不便和语言障碍等
问题，榕江县人民法院推动调解阵地由固定
法庭向村寨一线延伸，形成固定工作室、村级
联系点、巡回调解和线上调解相衔接的服务
网络。截至2026年，全县已选聘民歌普法调
解员22名，在10个村组建民歌法治宣传队、
在8个村寨设立民歌普法调解联系点，建成3
个法治民歌教育基地和5个民歌学堂。针对
部分群众听不懂普通话的实际，法院采取“双
语法庭+农家法庭”上门解纷，并探索远程视
频调解；目前又依托“村超”法官工作站、微信
视频和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为偏远村寨
群众及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就近、远程服务。
在鼓楼、农家庭坝和田间地头开展巡回调解
时，采用木桌板凳、热茶待客等群众熟悉的布
置，弱化“对簿公堂”的紧张感。针对不同案
件，还灵活采用“民歌+网络”“民歌+典故”

“民歌+判词”等方式。根据调研，“民歌+典
故”促成一宗持续13年的邻里纠纷成功化解，

“微信+民歌”为异地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了
便利。

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不能
只强调“送法下乡”，更应推动法治在基层社
会内部生长。歌师、寨老等乡土主体不仅是
文化传承者，也能够成为连接专业法治力量
与基层群众的重要桥梁，使群众在参与纠纷
解决的过程中理解法治、运用法治。

以制度规范实现乡土文化的法治
化转化

乡土文化进入基层治理并不意味着传统
规则可以替代现代法治。民族地区熟人社会
重视人情伦理和关系修复，这些因素有助于
缓解矛盾。但如果缺乏规范约束，也可能受
到熟人压力、面子观念等因素影响。因此，文
化资源能否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
能否建立明确的制度边界。

榕江县人民法院注重把特色做法转化为
稳定制度。2015年3月30日经审判委员会讨
论修订的《榕江县人民法院民歌法庭管理规
定（试行）》，将婚姻、赡养、抚养、扶养、继承、
相邻及简易经济等纠纷纳入适用范围，明确

自愿合法、回避、审限、立案归口、调解员选任
与工作报酬等要求。同时划清调解与裁判边
界，民歌调解员原则上不作为合议庭成员，民
歌可以通过音视频播放、歌手现场演唱和适
度入判词等方式辅助说理，专用曲词须根据
案情编写并履行审核程序。

在具体运行中，榕江县人民法院还总结
形成“看、阅、唱、研、调、访”六步工作法：从观
察当事人情绪、查阅卷宗证据，到民歌疏导、
研究调解方案，再到促成协议和常态回访，形
成风险识别、案情研判、协同调解、履行回访
的完整闭环。2017年，法院在（2017）黔2632
民初1007号离婚案件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部
分融入138句民歌唱词，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并重归于好。其意义并不是让民歌成为裁判
依据，而是在依法定分止争基础上发挥文化
的释法说理和关系修复功能。由此可以看
出，民族文化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不是将传
统文化简单司法化，而是对其进行价值甄别、
法治审查和功能限定，使其在现代法治框架
内发挥积极作用。

以功能延伸推动法治文化由化解
一案走向治理一片

法治文化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基层治理
效能上。熟人社会中的当事人在纠纷结束后
往往仍需共同生活和交往，因此，判清责任只
是纠纷治理的一部分，协议履行、关系修复和
防止矛盾反复同样重要。

榕江县人民法院注重从个案办理中发
现类案风险，定期梳理婚姻家庭、赡养扶养、

邻里关系、高额彩礼、电信网络诈骗和未成
年人保护等易发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送
法下乡”“送法进村超”等主题普法活动。民
歌《奉劝儿女孝双亲》《奉劝街坊邻居们》《夫
妻和睦过终生》《六尺巷》等被制作成固定展
示文本，分别对应赡养、邻里、婚姻家庭和礼
让止争等高频场景，与近百首法治民歌音视
频共同构成可反复使用的普法资源。普法
活动同时承担群众诉求收集和纠纷线索排
查功能。对苗头性、群体性纠纷，法院联动
司法所、派出所、妇联、村委会以及寨老、歌
师等力量开展风险研判和联合调处，将个案
调解、法治宣传、风险排查和基层治理连接
起来。

据调研，具有即时给付义务的调解案件
中，当庭兑现率超过70%，调解后进入强制执
行程序的比例低于 5%。在一起婚姻家庭纠
纷中，法官依法审查协议并保障未成年人权
益，寨老运用苗族“嘎百福”等民俗文化形式
协助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女方一次
性支付孩子抚养费18.6万元。这说明，评价
特色调解不能只看调解数量和成功率，更要
关注权利是否实现、协议是否履行、关系是否
修复以及纠纷是否反复。

从榕江实践看民族地区法治文化
的在地化生成

榕江“民歌法庭”揭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
法治文化生成路径：通过文化转译解决法律
规则“听得懂”的问题，通过乡土主体参与解
决法治实践“信得过”的问题，通过制度规范

解决文化参与“有边界”的问题，通过功能延
伸解决基层治理“可持续”的问题。四者共同
构成了地方文化资源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的
基本机制。

榕江县人民法院还通过“以案定补”制
度，将案件调解补助与法治民歌创作奖励相
结合，收集整理近百首法治民歌，结集成册并
制作音视频资料，推动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学
习、可调用的公共资源。这说明，特色文化参
与基层治理能否持续，最终仍取决于能否由
个体探索转化为制度机制。

贵州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和192个
民族乡，各地文化传统、语言习惯和纠纷类型
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榕江经验真正值得推
广的，并不是简单复制“民歌法庭”的名称和
形式，而是提炼其背后的共同机制。民歌调
解、鼓楼议事、寨老评理、院坝协商、双语调
解，都可以成为法治文化进入基层治理的不
同载体，逐步形成“一地一载体、一域一特色”
的发展格局。

归根到底，法治文化建设就是推动法律
规则从制度文本进入社会生活。榕江“民歌
法庭”的实践表明，民族地区法治文化既需要
现代法治提供统一的权利规则和程序保障，
也需要借助地方文化建立法律规范与群众生
活经验之间的连接机制。其真正值得关注
的，不是“民歌”这一外在形式，而是以法治确
立边界、以文化降低沟通成本、以群众参与增
强社会基础、以制度化保障稳定运行，最终推
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这正是民
族地区法治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生动实践。

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鲜活样本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鲜活样本
——榕江“民歌法庭”推动法治文化在地化生成与基层治理效能转化的实践探索

■ 梁阿敏 廖声艳 石昌吉

榕江县人民法院寨蒿民歌法庭。

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播过程，更是法律规则进入社会生活、转化为
群众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的过程。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具有鲜明
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和村寨共同体特征，如何使国家法治与地方社会有效衔接，使群
众真正“听得懂、信得过、愿意用”，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课题。贵州省“十五
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广寨管家、鼓楼议事、院坝协商等特色载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
预防调处化解机制。”贵州现有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192个民族乡，民族文化形态丰
富，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向基层法治文化和治理资源转化提供了良好基础。

榕江县人民法院立足苗、侗、水等民族地区实际，将民歌传情说理、双语释法、寨老
调解嵌入司法程序，逐步形成群众听得懂、愿参与、能接受的“民歌法庭”。从表层看，
这是民族文化与司法调解相结合的一种特色实践；从深层看，则体现了地方文化资源
经过法治化转化后嵌入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为观察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如何实现“在
地化生成”、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鲜活样本。


